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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气候治理紧迫性加剧与中国“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厘清新质生产力对碳效率的关联特征对城市绿

色转型至关重要。 构建涵盖数据要素、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技术研发、新生产组织与新劳动对象六个维度的新质生产力测

度体系,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地级市碳效率,并分解为效率变动与技术变动。 进一步结合 LightGBM 模型与 SHAP
方法,系统识别各要素与碳效率的关联特征。 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新劳动者与新劳动资料是碳效率预测中贡献度最高的关键

特征要素,而技术研发、新生产组织与新劳动对象则表现出潜在影响。 在非线性关系上,各要素普遍呈现阈值效应,数据要素与

新劳动资料呈现 U 型影响结构,新劳动者与新劳动对象的作用效果表现出显著的成熟度依赖与规模门槛特征,新生产组织则呈

现阶段性正向影响。 机制分解显示,效率变动主要由数据要素与新生产组织优化资源配置影响,而技术变动则更多受新劳动资

料与新劳动对象的前沿技术创新支撑。 本文研究旨在识别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效应模式,为城市低碳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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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加剧与中国“双碳”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深度脱钩已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挑战。 然而,现实观察表明,单纯依靠传统要素投入与规模扩张的绿色转型模式正

面临边际贡献递减的困境。 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与增长动能转换的矛盾,亟须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新型

生产力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更是应对这一现实瓶颈的关键路径。
碳效率作为衡量绿色发展的核心绩效指标,本质上由资源配置效率与前沿技术水平共同决定。 然而,

既有研究多将碳效率视为单一的综合性指标,忽视了其内部动力结构的差异。 事实上,提升碳效率存在两

条截然不同的逻辑:一是在既有技术条件下,通过优化组织与管理实现向生产前沿的追赶;二是通过颠覆性

技术创新实现生产边界的整体外移。 如果不区分这两条路径,政策制定者将无法识别新质生产力究竟是在

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还是在促进底层的技术革新,从而导致政策错配。
此外,新质生产力要素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新质要素往往存在初始成本高、

学习周期长、网络效应显著等特点。 这意味着其对碳效率的贡献可能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存在阈值效应或

阶段性波动。 如果沿用线性研究范式,将无法捕捉到要素在磨合期与爆发期的表现差异,进而导致对新质

生产力绿色效应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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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概念,强调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及其组合模式的质变性跃升,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1] 。 学界普遍认为,数据要素、智能

装备、绿色材料与创新体系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技术进步与降低资源消耗方面具有显著潜力。 然而,现有

研究多集中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界定[1-2] 、区域水平测度[3-4] 及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宏观影

响[5-6] ,对其在绿色发展领域,特别是碳效率提升机制中的具体作用仍缺乏系统性的实证证据。
既有文献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探讨:第一,新质生产力被认定与绿色发展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能够通

过智能制造、绿色技术与数字化平台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7-8] ;第二,培育新质生产力被视为实现“双碳”
目标的关键路径,可通过推动能源革命、优化产业结构与增强创新供给为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9-10] ;第三,少
量研究开始关注新质生产力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11-13] ,发现其通过能源结构优化[14] 、技术创新突破[15] 与政

策调节干预[16]等渠道促进碳减排。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多数分析局限于省级层面或特定

行业领域,对城市尺度下的作用机制揭示不足;缺乏对碳效率的直接研究,未能区分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的

差异化贡献;也尚未充分考虑新质生产力多要素内涵可能产生的复杂非线性影响。
基于上述现实与理论背景,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要素协同视角分析新质生产力,不仅关注单

一维度的贡献,更探讨其对碳效率不同分解项的差异化影响,通过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将碳效率分解为效

率变动(CEEC)与技术变动(CETC),深入揭示新质生产力在效率优化与技术前沿拓展两条路径上的不同表

现;第二,引入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方法( LightGBM+SHAP),旨在识别各要素与碳效率之间的复杂关联模式,
而非进行简单的因果推断,从而更真实地捕捉现实中存在的阈值与波动特征。 本文研究旨在为新质生产力

的绿色发展效应提供更具机制识别的实证依据,为城市层面低碳转型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碳效率的关联性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动能,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特征,并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本文遵循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

的跃升这一理论本源,借鉴韩文龙等的研究框架,将其系统解构为数据要素、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

对象、技术研发与新生产组织六个核心维度[17] 。
新质生产力并非单一维度的静态概念,其六大要素之间存在深刻的交互与互补关系。 数据要素作为关

键变量,通过赋能新劳动者的数字化技能,支撑智能装备的精准控制,并优化产业协同逻辑,形成超越单一

要素叠加的系统性减排潜力。 这种协同效应意味着,其对碳效率的影响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累加,而是存

在明显的规模阈值与阶段性特征。 数据要素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对其他要素具有全方位的赋能与催化作

用。 数据要素通过实时监测与智能分析,不仅能提升新劳动者的数字化决策能力与绿色操作技能,实现人

力资本的“数字增益” [18] ;还能深度渗透进新劳动资料中,实现对智能装备的精准控制与预测性维护,从而

在生产全流程中降低冗余能效。 新劳动资料与技术研发之间存在相互反馈的良性循环。 先进的智能实验

平台与绿色算力设施能够极大地缩短低碳技术的研发周期;而技术研发的突破又会物化为更高效率的节能

环保装备,通过这种互补效应,共同推动生产边界向低碳前沿扩张。 新生产组织模式作为整合平台,发挥着

系统性减排的“增幅器”作用。 不同于传统科层制,以工业互联网、共享制造为代表的新生产组织能够打破

企业内部与产业链间的信息孤岛,通过对数据、人才、装备与绿色材料的优化组合与动态调配,释放出超越

单一要素累加的系统性减排潜力。
碳效率是衡量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经济价值的核心绩效指标,本质上是能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环境

约束下的综合配置效率[19-20] 。 提升碳效率意味着以最低的碳排放实现最优的经济产出,是落实“双碳”战略

目标的直接体现[21-22] 。 新质生产力与碳效率在价值取向与作用逻辑上存在深刻的内禀关联与目标协同

性[23] 。 从价值维度看,二者共同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内生的高效、清
洁、创新特质,与碳效率提升所需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要求高度契合。 从作用逻辑看,新质生产力通过重

塑生产函数影响碳效率前沿曲线外移[24] :数据要素实现全流程精细化碳管理与决策优化;新劳动者构成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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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的人力资本基础[25] ;新劳动资料直接提升能源与物料的利用精度;新劳动对象推动能源

结构低碳化与产品绿色化转型;技术研发提供根本性减排技术的发展源泉;新生产组织则通过优化资源配

置与产业协同释放系统性碳减排潜力。
因此,新质生产力并非抽象的宏观概念,其六大要素通过独特且协同的作用路径,深度融入经济活动的

微观基础,共同构成影响碳效率提升的结构性力量。 这种关联蕴含复杂的非线性互动与门槛特征,为深入

探讨其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新质生产力影响碳效率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内涵关联,新质生产力对碳效率的影响是一个多路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过程。 本文融合环

境经济学与创新理论,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多维特征,将其影响机制凝练为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要素配置与效率优化机制。 此机制主要作用于碳效率的效率变动(CEEC),即通过消除信息不对

称和优化管理流程,缩小实际碳绩效与现有前沿的差距(追赶效应)。 数据要素与新生产组织在该机制中占

据主导。 数据要素能够通过实时监测、碳足迹溯源与智能决策,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能源调度与资

源配置流程[26] 。 新劳动者凭借绿色技能、环境意识与创新思维,提高生产流程中的能源管理水平与环保

操作规范性,将技术潜力转化为运营效率[27] 。 新生产组织通过智能化平台与绿色供应链管理,优化企业

内及产业链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降低系统性摩擦与损耗[28] 。 该机制的有效性高度依赖要素质

量、协同程度与制度适应性,其作用过程常呈现阈值效应,即当要素积累或组织变革达到临界水平后,其
对效率的优化作用将显著增强。 这类要素更多表现为对现有生产体系的降本增效,因此主要体现在碳绩

效的追赶效应上。
第二,技术赋能与前沿拓展机制。 该机制主要影响碳效率的技术变动(CETC),即促使生产可能性边界

向低碳方向移动。 核心在于新劳动对象与新劳动资料的颠覆性创新[29] 。 新劳动资料中的智能装备与自动

化系统通过精准控制与智能运维,显著降低生产过程的能源与物料损耗。 新劳动对象如新能源与新材料的

规模化应用,通过能源结构与产品构成的根本性替代,从源头降低碳排放强度[23] 。 该机制核心在于创造新

的生产可能性,其效果显现依赖于技术成熟度与市场规模,常呈现前期投入密集、后期效益加速的非线性特

征。 这类要素通过对旧有低效技术的模式替代,成为影响技术前沿向绿色低碳方向扩张的核心力量。
图 1 总结了新质生产力对碳效率的影响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各要素的作用机制并非截然分离,而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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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的碳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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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的交叉渗透性。 例如,高素质劳动者(新劳动者)既能通过精准化操作提升现有资源配置效率,又是

颠覆性绿色技术的创造者,其作用效果是多维机制交织的结果。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与前沿拓展、要素配置与效率优化两大机制共同影响碳效率提升。

其中,技术变动路径主要由新劳动对象、新劳动资料和技术研发中的前沿创新影响,聚焦生产边界扩张;而
效率变动路径则更依赖数据要素、新劳动者和新生产组织对现有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化,致力于对既定边界

的追赶。 各机制并非独立运行,要素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互补与协同效应,且普遍受到发展阶段、规模阈值

与制度环境的约束。

三、研究设计

(一)碳效率的测算与分解方法

为科学测度中国城市碳效率,本文在综合现有研究基础上[30-31] ,借鉴 Färe 等[32] 提出的环境生产技术框

架,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测算。 假设每个决策单元投入 N 种要素 x ∈ ℝ m
+ ,生产出 M 种期望产

出 y∈ ℝ s
+ 和 I 中非期望产出 b∈ ℝ I

+ 。 在本文中,设定投入要素为资本(K),劳动(L)和能源(E),期望产出

为(Q),非期望产出为碳排放(C)。 由此,该环境技术的生产集合可表示为

P = { K,L,E,Q,C( ) : K,L,E( ) 能生产 Q,C( ) } (1)
依据 Oh[33]提出的全域技术(Globaltechnology),在能源与环境约束下,基于全域技术的非角度、非径向

的方向性距离函数(NDDF)可以表示为

D
→

G L,K,E,Y,C;g( ) = sup{wTβ: L,K,E,Y,C( ) + g × diag β( ) ∈ PG x( ) },

PG x( ) =
K,L,E,Q,C( ) :∑

N

n = 1
λnKn ≤ K,∑

N

n = 1
λnLn ≤ L,∑

N

n = 1
λnEn ≤ E,

∑
N

n = 1
λnQn ≥ Q,∑

N

n = 1
λnCn = C,λn ≥ 0,n = 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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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D 为观测值到前沿面的距离; λn 为强度变量,即在构建技术前沿时对各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 w =
wK,wL,wE,wY,wC( ) T 为权重向量; g = - gL, - gK, - gE,gY, - gC( ) 为方向向量;尺度因子向量为 β =
βK,βL,βE,βY,βC( ) T ≥ 0。 具体而言,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并不会直接产生碳排放,因此在模型设定中将其从

目标 函 数 和 相 关 约 束 中 剔 除。 由 此, 设 定 权 重 向 量 w = 0,0,1 / 3,1 / 3,1 / 3( ) T , 方 向 向 量 g =
0,0, - E,Y, - C( ) 。 因此,基于环境生产技术 PG x( ) 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NDDF)可以通过求解如式

(3)所示的 DEA 模型。

D
→

G(K,L,E,Y,C;g) = max(wEβE + wYβY + wCβC) (3)

s. t.

∑
N

n = 1
λnKn ≤ K

∑
N

n = 1
λnLn ≤ L

∑
Nn = 1

λnEn ≤ E - βEgE

∑
N

n = 1
λnYn ≥ Y - βYgY

∑
N

n = 1
λnCn = C - βCgC

λn ≥ 0,n = 1,2,…,N
βE,

 

βY,
 

βC ≥ 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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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入产出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投入
要素

劳动(L) 万人 53. 0 82. 4 4. 21 1143. 3
资本(K) 亿元 7010. 0 8495. 6 2226. 7 99360. 5

能源(E) 万吨
标准煤

203. 6 349. 4 1. 2 4132. 3

期望
产出

GDP(Y) 亿元 1767. 2 2693. 3 53. 6 32193. 2

非期望
产出

碳排放
(C) 万吨 3962. 3 8005. 9 537. 1 110527. 8

设 β∗为最优解,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碳效率(CEI)设定为潜在碳强度与实际碳强度的比值。 具体计算

公式如式(4)所示。

CEIGo =
(C - β∗

C gC) / (Y + β∗
Y gy)

C / Y
=

1 - β∗
C

1 + β∗
Y

(4)

为了进一步考察碳效率的动态变化,本文进一步使用卢恩伯格生产率,来测算本文中的碳效率动态效

应。 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CELI = CEEC + CETC
CEEC = CEIt +1

o ( t + 1) - CEIto( t)

CETC = [CEIGo( t + 1) - CEIt +1
o ( t + 1)] - [CEIGo( t) - CEIto t( ) ]

ì

î

í

ï
ï

ïï

(5)

��(Output)

CEEC A→A′:����
�������	�
�

CETC Tt→Tt+1:�
���	
�	�


��(Input)

A(���)

CEEC(����)

��������	

CETC(��	���)
�
����
�	������

��
Tt

��
Tt+1

A′

A′′

图 2　 技术变动与效率变动

其中:碳全要素生产率(CELI)为根据碳效率(CEI)计算

的卢恩伯格生产率,碳效率变动效应(CEEC)表示碳绩效

的效率变动指标,测度了(t,t+1)期间内决策单元在减排

效率上的追赶效应,即对生产前沿的接近程度的变化。
若 CEEC>0,说明减排效率提升,否则为退步;碳效率技

术变动效应(CETC)表示碳效率的技术进步指标,刻画了

(t,t+1)期间内生产前沿的移动效应,对应于减排技术的

进步。 若 CETC> 0,说明减排技术进步,否则为退步。
图 2 展示了 CEEC 和 CETC 指标的具体含义。

(二)碳效率的样本和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 2010—2021 年中国 280 个地级市作为研

究样本。 选择该时间跨度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
2010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节能减排与

产业转型路径的关键节点,以此为起点能更好地观察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其次,《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部分关键能源与环境指标在 2010 年后统计口径

更为统一且覆盖面更广,有效避免了早期数据缺失或口径不一致带来的估计偏差;最后,将样本截止于 2021
年,是考虑到部分数据的缺失,同时避免因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外部冲击,对经济与社会指标造成的非稳态

干扰。 需说明的是,部分指标(如机器人渗透率、人工智能企业数)在 2010—2013 年数据较为稀疏。 为确保

稳定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剔除早期年份样本重新估计,核心结论保持稳健。 新劳动者指标虽以战略性

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员工数为代理,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但其能较好捕捉高技能人才的集聚趋势;数据要素中

关于数据交易平台的虚拟变量虽较粗糙,但在当前数据市场起步阶段仍具代表性。
投入产出变量构建如下:劳动投入以年末从业人

员数表征;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的固定资本

存量,参照张军等[34] 的方法设定初始资本存量与折旧

率,并以 2006 年不变价格进行平减;能源投入以能源

消费总量表征;期望产出为地区生产总值,以 2010 年

不变价格进行平减;非期望产出碳排放量的测算参考

邵帅等[30]的方法,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 17 种

化石能源消费数据,采用 IPCC 指南提供的核算方法与

参数进行估算。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1。
(三)新质生产力的测算

基于新质生产力作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实现质变的理论内涵,本文参照韩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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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7]及吴继飞和万晓榆[35]的省级研究框架,构建适用于地级市层面的多维度测度体系。 该体系以数据要

素为核心纽带,融合智能化生产工具与绿色创新导向,系统刻画生产力形态的新质跃迁。
在具体指标构建中,将传统生产力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分别转化为体现数字化、智

能化与绿色化特征的可观测变量,形成包含 6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及 20 个具体指标的综合测度框架

(表 2)。 各指标均基于地级市数据可得性与城市发展特征进行筛选与设计,确保体系兼具理论合理性与实

践可操作性。 最终,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合成新质生产力六大分项 C,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量化

基础。

表 2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 来源 权重

新劳动者指数

新劳动者数量

新劳动者结构

新产业员工数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员工数,按注册地汇总到地市级。 数
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0. 072

教育结构
参考范子英等[36] 的做法,平均受教育年限 = (小学在校生×6+中
学在校生×10. 5+大学在校生×16) / 总在校生人数

0. 006

技能结构

参考苏培和贺大兴[37] 的做法,根据其对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
造业这 19 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分类,分成高中低技术水平,选用高
中等技术水平占比作为技能结构指标。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0. 002

新劳动资料指数

新生产工具 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参考 Acemoglu 和 Restrepo[38] 的研究,本文利用国际机器人联合
会数据测算地级市人均工业机器人数量

0. 034

新基础设施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水平
参考顾江和陈璐[3] 的做法借助 R&D 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水平。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 033

新劳动对象指数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
数量

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数量,按注册地汇总到地市级。 数据来源于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0. 054

新能源上市公司营业
收入

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按注册地汇总到地市级。 数据
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0. 085

新材料上市公司数
新材料产业上市公司数量,按注册地汇总到地市级。 数据来源于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0. 042

新材料产业产值
新材料产业上市公司规模,按注册地汇总到地市级。 数据来源于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0. 042

新技术指数 技术研发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国家级)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 036

高科技行业企业研发
投入金额

参考杨兴哲和周翔翼[39] 的做法,将上市公司分类统计高科技行
业企业研发投入金额,按注册地汇总到地级市。 数据来源于国泰
安 C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

0. 072

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
支出的比重

参考徐鹏杰和黄少安[40] 的做法,用科学支出占比来衡量政府科
技支持。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 013

新生产组织指数

智能化

绿色化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于天眼查 0. 059

电子商务交易额
参考黄赜琳等[41] 的做法,利用地级市快递业务量占本省快递业
务量比重做权重将省级电子商务交易额数据分解,省级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

0. 055

生活污水处理率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 20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 001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 003

数据要素

数据交易 有无数据交易平台 各地级市是否有数据交易所,有取值为 1,没有取值为 0 0. 108
数据生成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 016
数据处理 数字专利申请数 数据来源于数字经济研究数据库 0. 060

指标分布特征方面,本文注意到部分反映前沿技术的变量(如有无数据交易平台等)存在较高的零值比

例。 经核查,这种分布特征在样本期前后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反映了新质生产力要素在空间上显著的结构

性稀疏,而非数据统计缺失。 为处理此类高度偏态的数据,本文选取的决策树模型(LightGBM)能够通过内

建的算法逻辑有效识别零值蕴含的分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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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器学习模型

轻量梯度提升算法(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是一种基于直方图和按叶生长策略的高效梯度提

升框架,即基于集成学习框架, 构建一系列弱分类器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 对于给定的数据集

xi,yi( ){ } n
i = 1,其目标函数为

 ( t) = ∑
n

i = 1
ℓ[yi,ŷ( t -1)

i + ft(xi)] + Ω( ft) (6)

其中: ℓ ·( ) 为损失函数; ŷ( t -1)
i 为前 t-1 轮模型对第 i 个样本的预测值; ft(xi) 第 t 轮新增的决策树模型对样

本 xi 的预测; Ω( ft) 为正则项。
本文采用 LightGBM 模型旨在识别新质生产力各要素与碳效率之间的复杂关联模式及非线性特征,而非

进行严格的因果推断。 SHAP 值反映的是特征对模型预测结果的边际贡献,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效应。
因此,本文对结果的解读将严格限定在特征重要性与预测关联范畴。

关于模型采用新质生产力各维度水平值预测碳效率动态变动率(CEEC 与 CETC)的逻辑设定,主要基于以

下生产理论考虑:首先,从要素禀赋与吸收能力视角看,碳效率的追赶效应(CEEC)与前沿外移(CETC)并非孤

立的随机过程,而是取决于城市既有的生产力底座。 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初始水平代表了城市的创新禀赋,决定

了其对低碳技术的吸收速度以及支撑前沿面外移的原始动力。 其次,卢恩伯格生产率衡量的是 t ~ t + 1 期的

动态演进,而本文使用的 t 期水平值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其变化的初始条件。 这种水平值预测变动率的设定不

仅符合内生增长理论中存量决定增量的逻辑,而且在实证分析中形成了天然的滞后关系,能更有效地捕捉新质

生产力对碳效率提升的系统性支撑作用,避免了因同步增长率带来的短期随机波动干扰。
(五)SHAP 方法

SHAP 分析方法用于评估新质生产力各项因子对碳效率预测结果的贡献,即将预测结果归因于各解释变量

的边际贡献,揭示新质生产力各因素对碳效率变化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 SHAP 计算公式如式(7)所示。

f(x) = φ0 + ∑
n

i = 1
φ i (7)

其中: φ0 为模型的基准预测值,即所有样本的平均预测值; φ i 为特征 i 的 SHAP 值,反映该特征对预测结果

的边际贡献; ∑
n

i = 1
φ i 为所有特征的 SHAP 值之和。

四、结果与讨论

(一)碳效率的时序演变与分解特征

基于卢恩伯格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如图 3 所示。 2007—2021 年中国城市碳效率整体呈现小幅下降态势,
年均变化率为-0. 4%。 进一步的效应分解表明,效率变动(CEEC)与技术变动(CETC)呈现出明显分化特征:

2006

6

4

2

0

-2

-4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6

�
�


�(%
)

��

CELI CEEC CETC

图 3　 碳效率卢恩伯格生产率、效率变动指标及技术变化指标的逐年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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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器学习模型性能比较

模型 MSE RMSE MAE R2

LinearRegression 0. 039883 0. 199707 0. 142991 0. 013418
Lasso 0. 040412 0. 201028 0. 146371 0. 000323

RandomForest 0. 028924 0. 170071 0. 117642 0. 284505
LightGBM 0. 025096 0. 158417 0. 108672 0. 379203
XGBoost 0. 026577 0. 163025 0. 109485 0. 342560

效率变动指标年均值为-1. 6%,而技术变动指标保持 1. 1%的正向增长。 这一分化格局显示,尽管低碳技术

进步为碳效率提升提供了基础动力,但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与管理效能不足形成了显著制约。 从政策层面

看,单纯依靠技术进步难以实现碳效率的全面提升,需要同步推进管理创新和资源配置优化,以弥合技术潜

力与实际绩效之间的差距。
(二)机器学习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为准确识别新质生产力与碳效率间的复杂关系,本文系统比较了五种代表性机器学习模型,包括线性

回归、Lasso、随机森林、XGBoost 和 LightGBM。 所有模型采用 70%训练集和 30%测试集的划分方案,通过均

方误差(MSE)、均方根误差(RMSE)、平均绝对误差(MAE)和决定系数(R2)进行综合评估。
表 3 的对比结果显示,LightGBM 在各项性能指标

上均表现最优,其 R2 达到 0. 34,RMSE 和 MSE 分别低

至 0. 25 和 0. 15,显示出优异的预测精度和泛化能力。
这一结果证实了 LightGBM 在处理高维特征和复杂非

线性关系方面的优势,为后续影响机制分析提供了可

靠方法支撑。
(三)实证分析结果

1. 要素贡献格局与作用方向

图 4 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六大要素对碳效率的特征重要性和作用方向。 在贡献度方面,数据要素以约 32%
的平均 SHAP 值居首,是预测碳效率提升的核心因子。 新劳动者(约 19%)和新劳动资料(约 14%)分别作为人

力资本和物质基础代表,共同构成碳效率提升的支柱力量。 技术研发与新生产组织(均约 12%)表现出稳健的

系统支撑作用,而新劳动对象(约 11%)的相对较低贡献度反映绿色材料和新能源领域尚处于产业化初期。
分层蜂窝图分析显示,大多数要素呈现高特征值-高 SHAP 值的正向关联模式。 数据要素的样本分布呈

现明显右偏特征,且高值样本聚集紧密,体现其稳定持续的正向关联作用。 新劳动者与新劳动资料表现出

相似分布特征,表明高素质劳动力与智能装备之间存在协同效应。 技术研发的 SHAP 值分布相对分散,部分

样本在零值附近波动,提示其作用发挥可能存在门槛条件。 新生产组织与新劳动对象在低值区间贡献有

限,但在高值样本中显示减排潜力,表明这两类要素的效应释放具有规模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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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碳效率影响因素重要性与影响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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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质生产力对碳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从整体来看,数据要素、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与新劳动对象总体对碳效率表现出正向或阶段性正向的

贡献。 具体而言,数据要素展现出显著的 U 型关联特征(拐点约为 0. 007)。 当数据要素投入低于 0. 007 时,
由于初期基础设施投入大且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对预测碳效率表现为负向贡献;一旦跨越该阈值,数字化治

理的规模效应释放,SHAP 值迅速转正并持续攀升。 新劳动者也呈现 U 型关联。 在投入水平低于 0. 004 的

区间内,SHAP 值基本在零值附近震荡,反映出人力资本与绿色生产体系处于磨合期;当投入跨越 0. 004 后,
边际贡献呈现大幅正向增长。 新劳动资料表现为滞后正效应,表明设备更新与智能化改造在磨合后能释放

节能潜力;新劳动对象则呈现明显的规模门槛效应(0. 005),达到一定普及度后对技术扩散和碳效率的影响

作用显著。
相比之下,技术研发与新生产组织对碳效率的影响相对有限,并呈现弱化或阶段性变化的特征。 技术

研发的 SHAP 曲线随投入提升总体呈单调下降,仅在投入极低时表现出轻微正效应,说明当前研发活动在短

期内更可能因能耗成本、试验资源占用以及成果转化滞后等因素削弱碳效率提升。 这一结果提示科技创新

政策需从强调投入规模转向强化研发方向的绿色导向与成果转化效率。 新生产组织的作用则表现为强度

差异化的正向效应:其低水平阶段 SHAP 值上升迅速,表明组织流程优化与协同机制重构能够即时改善能源

利用效率;中期阶段正向贡献有所减弱,可能源于制度磨合与协调成本增加;当组织创新进入成熟阶段后,
其效应再次增强,显示数字化、网络化与绿色化的组织体系可以持续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从而进一步影响碳

效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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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碳效率影响因素的 SHAP 值的部分依赖

3. 新质生产力对效率变动与技术变动的差异化影响

对新质生产力各要素在效率变动(CEEC) 和技术变动(CETC) 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进行分析(图 6 和

图 7),可以更精确揭示其作用路径和机制差异。 在此需要重申,由于生产活动的复杂性,某一要素的 SHAP
值贡献往往是多重机制交叉叠加的结果。 下文的讨论将基于预测贡献的主要倾向,同时兼顾各机制间的内

在联系。
在效率变动(CEEC)指标维度,从整体来看,数据要素、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与新生产组织在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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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效率变动(CEEC)指标有正向关联作用,但其效应具有明显的阈值性与阶段性。 数据要素呈现非线性

特征:低水平投入虽可带来短暂效率改善,但其显著正向效应仅在数据密集度超过约 0. 06 的阈值后显现,这
表明数据要素存在规模红利———唯有积累达到临界规模,方能有效影响资源配置优化与管理流程改进。 新

劳动者则呈现典型的 S 型渐进效应:初期由于技能错配带来微弱抑制,但跨越临界点后便转为稳定正向,体
现出人力资本集聚对信息处理、技术吸收与管理创新的持续强化作用。 新劳动资料的影响同样从适应期的

接近零效应逐步转向轻微正向,说明实体资本升级对效率提升的贡献具有依赖于技术磨合与跨要素协同的

滞后性。 新生产组织在初期能显著改善资源重组与协作效率,但中期因制度磨合与协调成本回升导致效应

减弱,待组织模式成熟后再度恢复稳健的正向作用,凸显组织结构优化在 CEEC 改善中的重要潜在价值。
相较之下,技术研发与新劳动对象在影响效率变动方面的作用更为有限,整体呈弱化或负向趋势。 技

术研发在短期内对碳效率的预测贡献呈现递减。 这并非否定创新的重要性,而是反映了研发活动的高投入

成本与成果转化的时间滞后。 这种非线性特征提示政策制定者:在研发初期需匹配长期的能效保障政策,
以对冲创新过程中的能耗波动。 相比之下,新劳动对象对 CEEC 的影响更趋负向,其 SHAP 曲线随投入增加

持续下降,直至达到最低点后才略有回升,反映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型生产要素在初期引入阶段往往伴随高

昂的转换成本、流程再造与学习曲线,使其短期内更可能造成生产体系的效率扰动,而非直接影响效率改

善。 整体来看,这两类要素在效率层面的作用需要更长的适应周期与更成熟的应用基础才能逐步转向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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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碳效率的效率变动指标影响因素的 SHAP 值的部分依赖

在技术变动(CETC)维度,各要素作用路径分化更为明显。 在技术变动维度上,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

象与新劳动者构成技术前沿扩张的重要力量,但其影响均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或门槛特征。 新劳动资料表现

为明显阶段性,在到达 0. 002 门槛前为趋近 0 的负向效应,跨越门槛后转为正向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之后又

转为趋近 0 的负向效应,说明低水平投入阶段因建设周期长和资源占用高导致短期抑制,但随着基础设施规

模化建成,其作为通用技术平台的作用开始显现,通过降低创新扩散成本、强化技术要素耦合,从而对 CETC
形成滞后且稳健的促进作用。 新劳动对象与技术变动的增长效应最为直接,其 SHAP 曲线持续位于正向区

间,说明绿色材料、新型能源和先进投入品能够通过改善生产结构、降低单位污染物产出推动技术前沿向清

洁方向扩张,是 CETC 的核心物质基础。 新劳动者则呈现双重门槛效应,在跨越初期摩擦阶段后,其知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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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技术消化与创新能力逐步释放,投入水平达到第二个临界点后,技术前沿扩张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体现

出人力资本在城市技术进步中的关键支撑作用。
相比之下,数据要素、技术研发与新生产组织对 CETC 的带动作用整体较弱,甚至在部分阶段呈现负向

影响。 数据要素的 SHAP 曲线始终紧贴零轴,说明其主要作用集中在管理与配置效率上,对技术前沿的直接

影响不足,当前仍未形成促进绿色技术突破的规模与深度。 技术研发虽然是技术进步的源头,但其作用路

径并非线性正向,表现为低水平投入贡献有限,在达到峰值后 SHAP 值持续转负并维持在显著的负向区间,
反映出研发活动的高投入成本、周期长、不确定性强以及成果转化滞后等特征,使其短期内反而削弱 CETC
的增长动力。 新生产组织的 SHAP 曲线亦长期位于零轴附近,且在部分区间略呈负向,表明组织结构优化虽

然有助于提升现有技术的使用效率,但难以直接推动技术前沿外移,其在技术变动层面的作用相对微弱。
整体而言,这三类要素对 CETC 的正向贡献尚未充分释放,更依赖于制度完善、研发转化效率提升与产业协

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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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碳效率的技术变动指标影响因素的 SHAP 值的部分依赖

综合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各要素通过不同作用路径影响碳效率提升。 效率变动路径则更依赖数据要

素、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与新生产组织对现有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 而技术变动路径主要依靠新劳动资

料、新劳动对象与新劳动者中的前沿创新影响生产边界外移。 这种机制差异提示,要实现碳效率全面提升,
需要采取系统性政策组合,同步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兼顾前沿技术突破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四)结论与展望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了新质生产力六大分项指数,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碳效率,
并运用卢恩伯格生产率将其分解为效率变动与技术变动两个维度,结合 LightGBM 模型与 SHAP 方法系统评

估了新质生产力对碳效率的影响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新质生产力各要素对碳效率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 数据要素、新劳动者与新劳动资料在特征重

要性上居于前列,是当前预测碳效率提升的关键影响因子;技术研发、新生产组织与新劳动对象则显示出中

等或潜在的影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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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质生产力对碳效率的作用普遍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具体表现为:数据要素具有先快后缓

的边际递减效应,新劳动者呈现双阈值特性,新劳动资料展现 U 型关系,技术研发则随投入增加呈现边的单

调负向效应。 此外,新生产组织和新劳动对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规模门槛,表明其正向作用

的发挥需要跨越特定的适应期或成熟度阈值。
第三,新质生产力对效率变动与技术变动的影响机制存在本质差异。 在效率变动维度,数据要素、新劳

动者、新劳动资料与新生产组织在突破特定门槛后能够与效率提升产生正向关联;而在技术变动维度,主要

与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与新劳动者关联,数据要素与新生产组织的直接作用相对有限。 总体而言,新质

生产力各维度的水平提升与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展现出深度的统计关联,但其作用发挥呈现出多维度

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在政策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各要素的门槛效应与转化周期。
2. 政策建议

第一,分阶段部署数据战略,跨越数据要素的规模阈值。 城市管理者需摒弃重建设、轻运营的传统思

维,构建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集聚,从而实现价值释放的三阶段推进策略。 在初期阶段,应着力完善数

据基础设施布局,重点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城市大脑等新型数据载体的建设与互联互通,打破部门间数据

壁垒,降低数据获取的制度性成本;在成长阶段,需通过产业数字化政策引导企业沉淀高质量生产数据,推
动数据密集度跨越规模阈值;在成熟阶段,应聚焦数据影响的智能决策系统开发,将数据要素深度嵌入碳排

放监测、能源调度优化与供应链协同管理流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中的乘数效应。 此

外,建议建立跨行业数据共享机制与数据交易规则,通过降低减排行动的搜索成本与协调成本,加速数据要

素向碳效率改善的转化。
第二,构建技能—技术适配体系,缩短人力资本转化周期。 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存在显著的技能错配

摩擦期。 为压缩这一转化时滞,建议实施绿色技能提升计划:针对传统产业转型期的技能需求缺口,为高技

能劳动者提供专项补贴与职业发展通道,降低其参与低碳转型的机会成本。 同时,完善人才流动机制,通过

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方式促进绿色技术人才向中小城市扩散,缓解区域间人力资本配置失衡问题。 政策

设计需特别关注技能供给与技术需求的动态匹配,建立基于产业技术路线图的人才预警机制,前瞻性地调

整教育培训方向。
第三,强化研发成果的绿色转化,优化技术创新导向机制。 鉴于技术研发投入对碳效率的短期负向效

应及其长期潜在价值,亟须重构科技创新政策的评价导向与激励机制。 首先,在研发立项环节引入碳效率

影响评估,优先支持具有明确减排路径的清洁生产技术、负碳技术及循环经济技术的研发活动,适度压缩高

能耗、高排放领域的研发投入规模;其次,建立研发-转化-应用的全程能效保障政策,对处于中试、示范阶段

的绿色技术项目提供能耗补贴与碳排放配额支持,对冲创新过程中的能耗波动与效率损耗;最后,完善绿色

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功能,缩短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周期,通过技术成熟度评价体系精准识别具备商业化潜

力的技术方向,提高研发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建议将碳效率改善纳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科研绩效评价

体系,引导科技投入从通用型创新向具备直接减排效益的绿色技术倾斜,弥补转化周期的效率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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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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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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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GBM
 

and
 

SHAP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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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Wang
 

Pe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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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yu,
 

Ai
 

Mingye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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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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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global
 

urgency
 

in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deepening
 

advancement
 

of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the
 

clar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carbon
 

efficiency
 

is
 

crucial
 

for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A
 

measurement
 

system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as
 

constructed,
 

encompassing
 

six
 

dimensions:
 

data
 

factors,
 

new-type
 

workers,
 

new-type
 

means
 

of
 

labor,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new-type
 

objects
 

of
 

labor.
 

The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carbon
 

efficiency
 

at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level,
 

which
 

is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efficiency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Furthermore,
 

by
 

integrating
 

the
 

LightGBM
 

model
 

with
 

SHAP
 

methods,
 

the
 

associ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ach
 

element
 

and
 

carbon
 

efficiency
 

were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ata
 

factors,
 

new-type
 

workers,
 

and
 

new-type
 

means
 

of
 

labor
 

serve
 

as
 

core
 

driving
 

forces
 

for
 

improving
 

carbon
 

efficiency,
 

whereas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new-type
 

objects
 

of
 

labor
 

exhibit
 

potential
 

influences.
 

Regarding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most
 

elements
 

demonstrate
 

threshold
 

effects.
 

Specifically,
 

data
 

factors
 

and
 

new-type
 

means
 

of
 

labor
 

display
 

a
 

U-shaped
 

influence
 

structure.
 

The
 

effects
 

of
 

new-type
 

workers
 

and
 

new-type
 

objects
 

of
 

labor
 

show
 

significant
 

maturity
 

dependence
 

and
 

scale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while
 

new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presents
 

a
 

phased
 

positive
 

impact.
 

Mechanism
 

decomposition
 

reveals
 

that
 

efficiency
 

change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y
 

data
 

factors
 

and
 

new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whereas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more
 

supported
 

by
 

fronti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new-type
 

means
 

of
 

labor
 

and
 

new-type
 

objects
 

of
 

labor.
 

The
 

green
 

effect
 

patter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identifi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precise
 

urban
 

low-carbon
 

policy-making.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rbon
 

efficiency;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nonlinear
 

effects;
 

machine
 

learning;
 

SHAP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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